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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新闻传播体制的历史教训 

 
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主要是围绕“官报”的产生与运作的一些话题，官文书和官报占据着绝对主导的

地位，新闻检查的严格控制使社会信息闭塞，思维活动僵滞，所谓的“民报”也只能是“官报”的翻版，民间非

法小报实在微不足道。古代新闻传播的狭隘传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近代社会的愚昧落后，也给中国新闻事业的

现代化进程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如何从其阴影中走出来，踏上新闻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应是当前新闻学界的主

要课题。 

 

 

一、官文书官报的绝对主导地位 

 

 

最早的官文书大概可以追溯到商代的甲骨文，据殷墟甲骨文的有关考证，有所谓“刻骨传告”。《甲骨文合

集》第20576号片记载：“庚申卜贞，雀无祸，南土骨告事？”即庚申日占卜询问：雀（部族或首领名）没有祸，

南方骨告何事？这“骨告”或许就是把事情刻写在甲骨上进行消息传递，如果这一估计不错，说明商代已出现了

原始简明的文字通讯，而它便是中国古代最初始的官方通讯文书。商周青铜铭文，多用于记录帝王诏令或与贵族

有关的重要事项，以传后代。至春秋时期，郑国“铸刑书”、晋国“铸刑鼎”一般史书定性为公布成文法，或许

它也可算一种官方文书的信息传播。 
史官的源头是巫、卜，到周代史官记事制度已渐趋完备，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春秋战国出现竹

简、木牍和缣帛作为文字载体，毛笔也已作为书写工具。《春秋》这本鲁国编年大事记，其文字简明扼要，且含

褒贬之意，近似今天的新闻标题或导语。虽然史官作品的传播面是相当狭窄的，其记事的目的主要在于为统治者

树碑立传和国家的档案记录，然而其毕竟为后代保存了相当的历史资料，也是一种官方文书的信息记载与流传。 
岩崖刻字，周代已开始，官府主要用于颂德和纪功，以垂之久远。最典型的例子，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

到各地巡游并多次刻石记功。历代统治者都喜欢搞这样的宣传活动，这类歌功颂德的文字，也可说是一种新闻公

报性质的官方文书。周代也产生了官方用文告发布消息的相关制度，到秦汉时已很普遍。此后历朝历代，官府广

泛使用告示、露布、榜文、檄文等形式，将有关需要传播的信息布告天下。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认为，西汉已有“邸报”，因为各个郡国在京城都设有“通奏报”的“邸”（地方在

京办事处），而“邸”的职能是上呈章奏，下报上情，中转信息，即谓之“邸报”。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史坦

因在新疆地区沙漠中发掘出一批西汉年代的官文书，内有简书的“边报”。有学者对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进行研

究，发现其中抄录了不少皇帝制书和大臣奏记，总之有许多国内外的信息，认为应具官报性质。当然汉代是否已

经建立了发布官报的正常体制，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唐代初期有官报的记载。一般认为，古代官报发行的地方体制雏形于唐代中期，即

“进奏院状报”的出现。9世纪初，各地节度使发展到四十几个，藩镇割据后，皆置邸于京师，简称留邸、进奏

院。其长官称进奏官，或邸使、邸吏，对派遣他们的藩镇负责而不受朝廷管辖，职掌呈递章奏、接转朝廷文书及

相关事宜。进奏官可了解许多朝廷政务，并可向地方传送京城的消息。地方为及时了解朝廷政事动态，从而产生

了由进奏院编抄的“进奏院状报”。它不定期地由进奏院向地方藩镇传发，其信息大多为国家政事活动，主要是

筛选朝廷的消息文告进行抄发，也有部分是进奏官们自行采集的。 
宋初，沿唐代旧制，各路州郡在都城东京自置进奏院，最多时达二百余个。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朝廷将

散处于都城各坊巷的进奏院进行整顿，改为中央直属，设立都进奏院，对其业务活动实行统一管理，总天下之官

报发行，隶门下省管辖，任命监官，掌管朝廷有关号令、赏罚、书诏、章表等政事播告四方之职，即由朝廷把已

经审阅核准的政府公报通过各进奏院转抄后向全国各级官府传播，称进奏院“状报”或称“邸报”、“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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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由是，宋代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中央和地方统一管理下的官报传播制度。 
明清沿袭这一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和发行官报的新闻传播体制，简称“邸抄”、“阁抄”、“钞报”、“科

抄”、“朝报”、“京报”等。明朝由通政司、六科编辑和发布，提塘报房抄传发送全国各地，下达至各级官

吏，乃至缙绅人士。清朝发行渠道主要由通政使司、六科、提塘三个环节。主持政事的枢纽机关是军机处，它把

应抄发下达的谕旨章奏发交内阁，然后传知各衙门抄录执行。即由通政使司汇总交由六科传抄，再由各省在京所

设的提塘官把有关内容再抄录传报各地，形成完整的传报系统和抄送制度。邸报是士人们了解国家大事的主要来

源，在明清文集记载中随处可见，可说是当时社会上一种常见的读物，影响颇大。有人还注意收藏，作为修史的

资料。 

 

如此源远流长且根深蒂固的官方信息传播传统与方式，它对于集权专制统治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南宋周麟

之《论禁小报》中指出：“使朝廷命令，可得而闻，不可得而测；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诈。则国体尊而民听

一。”要求人们对官府发布的消息，不可进一步探听其内幕，也不可进行有关的推测，只能闻而信，尊而从之。

从而有力地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巩固其相关的社会秩序。然而，存在着朝廷所获信息不实或信息残缺的痼疾。

尽管有群臣奏事、台谏进言、地方政绩报告、诸司磨堪勾检系统及派专员访察等一系列信息传输制度，帝王也希

望下情上达，经常防范来自重臣的“壅蔽”，以期全面掌握世事民情。然而同时，帝王又不希望面对一些使他们

难堪、难办的实情，总愿意听些歌功颂德、歌舞升平的奏章。所以深知个中奥秘的大臣也不愿冒“触逆麟”的风

险去追踪一些难于处置的事实，地方官更碍于自己的政绩而要隐瞒部分信息，轻则“报喜不报忧”，重则弄虚作

假。由于官僚主要不是对治下的民众负责，而是对上级官府或朝廷负责，其重视的是朝廷和上级对此信息的反

馈，所以为了讨好上级与朝廷，为了一己的私利，主要考虑对有关事态的自圆其说，而基本不考虑信息的充分性

与真实性问题。或者说，上级权势决策者的某种基本要求，对下级官僚在对信息的收集与加工处理上，会产生很

大干扰。总之在官场上，如实呈报信息可能成为一种风险，所以隐瞒或歪曲部分信息便成为一种常情，而身居九

重的帝王与朝廷也难以全面了解有关事实。不幸的是，这一传统信息体制依然缭绕在新闻界的天空，能否摆脱官

报主导新闻的局面，应该是中国新闻事业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二、新闻检查制度与政治统治知情度 

 

 

官报需要选择性地发布谕旨章奏，臣民不允许知道的消息是不能发布的。官报从它第一天问世起，就开始了

核定有关消息能否发布的功能，比如唐代官报由中书舍人或进奏官审定。宋代随着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和发行官报

体制的出现，报纸检查制度逐步成熟，什么消息可以报道，什么消息不能报道，什么消息需加工改造，都已有严

格规定和一定程序。宋真宗咸平二年，制订对进奏院编好的官报“定本”送枢密院等机构审查制度，经审查通过

的定本才准向各地传发，不得擅自增减。可能是最早的新闻检查制度。此后进奏院状报中的有关内容都须“具事

目进呈”，由相关机构（中书省检正、枢密院检详文字或门下省等机构）审阅核定，给事中“掌读中外出纳及判

后省之事”，方可报行天下，可见宋代新闻检查制度已相当详密。总之，在中央政府完全控制有关新闻发布权的

基础上，严格审稿和编辑，对涉及灾异、军情和朝廷机密等消息，严加发布控制。 
明清朝的通政司是帮助皇帝汇总朝政信息和流通相关情报的重要机关，收受到各类章奏后，根据不同内容分

送有关衙门处理，重要的由内阁批答后直呈皇帝裁决，然后由司礼监根据皇帝的旨意用笔批复，称为“批红”，

再交还内阁，内阁根据内容分别送交六科。通政司直接听命于皇帝，为朝廷之喉舌，权力颇重。六部给事中合称

六科，参与朝廷的各项重大政事活动。期间，负责记录有关内容，同时将皇帝批答的章奏分类抄出，交有关部门

奉旨执行。其同意发布的内容经过整理和编辑便成朝报，再转发以供邸报抄传。其重要政事有关内容能否发布，

往往由皇帝亲自审定。如崇祯帝一上台就宣布：“各衙门章奏，未经御览批红，不许报房抄发泄漏机密，一概私

揭不许擅行抄传，违者治罪。”[1]崇祯年间的一些奏本封皮上，赫然写有皇帝手书“不应抄传”的字样，可见皇

帝是当时最高的新闻检查官。[2]一般说来，非明降的谕旨，直接发给重臣的“廷寄”，及未经皇帝审阅批示的章

奏，是不能抄发的。而能够批红下阁经过六科、提塘抄传成为官报内容的，不到全部谕旨章奏的三分之一。 
新闻检查过严，许多章奏不能在邸报上发表，断绝了邸报的稿源，国事四方不闻，官员士大夫会很不习惯，

乃至不满。明万历间一度新闻检查严厉，邸报运作瘫痪，南京户部给事中段然大声疾呼：“禁科抄之报，不使腾

传，一世耳聋，万年长夜。”[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一篇第二章《新政诏书恭跋》说：“我国凡百政务，皆

以诏书为凭，而诏书又分两种：一为明谕，下之于内阁，刊之于邸报，臣民共见者也；一为廷寄，亦称交片，下



之于军机处，不刊于邸报，臣民不能共见者也。”各朝不能发布的，不能见于邸报的谕旨章奏、档案材料，数量

还是很大的，所以不要说民众，就是士大夫们也生活在朝廷框架好的信息世界之中，对许多朝政重大事件或是一

字半解，或是疑惑无知。 
在全面整理明清邸报的过程中，也或会看到一些揭露某些官员违法乱纪的现象，一些指责和攻击当朝权要的

奏折，朝廷内权贵之间明争暗斗的故事，纠正某些冤假错案的报道，甚至个别指责皇帝某些言行的章疏。如万历

年间御史马经纶上书，委婉地指责皇帝有五大罪过，震怒的万历帝将其谪为极边杂职，再革职为民。再如群臣与

明神宗讨论立储之事，最终以礼法纲常为武器，击败了强大的皇权（神宗由是开始消极罢工）。有学者认为，这

些不利于皇帝形象的报道“居然能够出现于邸报，通达于天下。这就有力地证明：明代社会的新闻环境确实是比

较宽松和舒张的，也比较开明和豁达。”“明代邸报具有较高的政治透明度，还表现在于它敢于揭露朝廷弊政和

官场上的黑暗，从而起到了监督政府和官吏的作用。”[4]其论点很值得思考：这是有关制度“具有较高的政治透

明度”，还是专制政治统治的一种自行修补机制的作业？ 
君主专制统治需要对百官实行严格的监察，所以中国很早就出现御史台，明清时改称都察院。其言官的主要

职责就是替皇帝监视各级官员，对其不轨行为进行上疏参劾。如没有言官的监督与纠察，那皇帝就完全有可能被

蒙在鼓里，乃至危及整个王朝的管理和统治。所以其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体制离不开言官制度，这就为邸报准备

了较好的编辑材料。另外，人们普遍认为，儒家礼教秩序是社会的根本价值，一个不遵守封建伦常的皇帝不是一

个好的统治者，士人们要敢于上谏，纠正皇帝违反礼法之行为，以保国运之长久。所以有一些官员甘愿赴汤蹈火

去维护儒家的道统，写出批评皇帝的章疏。这一方面是君主专制统治体制的需要，官僚统治知情度的需要，而并

非是其制度有较高的政治透明度。另一方面，其官报运作体制在抄发过程中必然也会出现某种纰漏，“近日都下

邸报有留中未下，先已发抄者；边塞机宜有未经奏闻，先已有传者。”[5]给人们看到了一些原本不应让其知道的

事情，这又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事。 
实际上就是新闻检查制度与政治统治知情度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前者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基本手段，

后者又是专制统治自行修补机制的必需条件，这应该是专制统治下的新闻传播业必然存在的一个悖论。这一传统

同样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今的新闻界，由是民众的知情权往往徒有虚名，尽管在信息传播之中或许也会出现一

些类似“政治透明度”的新闻，但应清楚地认识到它与现代社会的舆论监督毕竟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在中

国新闻事业现代化转型的道路上，如何走出古代社会这个悖论的政治阴影，进行现代化新闻舆论监督的全面法制

规范，使其走上正常的运作轨道，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难课题。 

 

 

三、严格控制民间与其他各类新闻传播渠道 

 

 

除朝廷官报的正规渠道外，严格控制其他各种内容与形式的新闻传播。 
首先是对官报内部严禁非法别录新闻进行传播取利。宋代周麟之《论禁小报》指出：“小报者，出于进奏

院，盖邸吏辈为之也。”这类小报“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眩惑众听”，“此于害治，虽若甚微，其实

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深诏有司，严立罪赏，痛行禁止。”清《东华录》载，康熙五十三年有官员报告，“近

闻各省提塘及刷写报文者，除科抄外，将大小事件探听录写，名曰小报”，要求朝廷严加查禁。 

 

其次是严禁民间小报的编辑发行。《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载，淳熙十六年诏：“今后有私撰小报，唱说事

端，许人告首，赏钱三百贯文，犯人编管五百里。”清光绪二十七年印行的《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在刑律盗

贼类的“造妖书妖言”条中规定：“各省抄房，在京探听事件，捏造言语，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

百，流三千里。” 
明末与清代民间报房已产生，但官府对其控制严密。所谓“京报”，虽主要是指民间报房的产品，但从其操

作工序而言，只是官报“邸钞”的翻版，实为官报的附庸。很少有自采新闻，更没有自己的言论，一般能严格自

律，遵守当局的有关禁令，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能得到官府的允准。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49载：“崇祯元

年上谕，各衙门章奏，未经御览批红，不许报房抄发，泄漏机密。一概私揭不许擅行抄传，违者治罪。”可见报

房只能抄传朝廷审核同意的政事，否则便是非法作业。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稿》所谓明清的“京报”为“合

法民报”之结论是不能令人苟同的，[6]当时根本不可能产生类似的法律概念，同时他们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

报。 
清代言禁极严，尽管朝廷允许民间报房存在，但对其抄发内容限制诸多，尤其对伪造政事、御批、奏章的不

实报道要严加惩办。雍正四年（1726年），流传“小钞”揭露皇帝在圆明园与王大臣们从早到晚饮酒游园作乐，



消息严重失实，结果被雍正发现，认为是政敌有意构陷，查得出版小钞的报房经营者何遇恩、邵南山两人被杀，

这是中国新闻史上因办报获罪被杀的首例案件。乾隆年间发生的“伪传邸钞案”，主犯为江西抚州卫千总卢鲁生

和南昌卫守备刘时达，内容是列举“五不解，十大过”反对乾隆南巡，并以吏部尚书孙嘉淦奏稿的名义，伪造

“朱批”假借为内阁发抄的“邸钞”，交给提塘传抄。可谓利用原始形态报纸来作政治斗争工具，矛头直指最高

统治者而遭到杀害的新闻传播案。此案不但主犯凌迟处死，且株连甚广，凡是抄发者均受牵连，处罚极重。 
还有能反映社会舆论与民心向背的童谣、传言，及农民起义时经常利用的带有迷信色彩的揭贴、传单、符

录、瑞应等宣传方式，都被当局称为妖言、伪贴和诽谤等，给予严厉查禁和残酷镇压。总之，朝廷不允许民间独

立办报。或者说一般民众和士人不能在报上表达自己的思想，更不能发表自己撰写的政论性文章。这样，从严格

意义上讲，中国古代不存在独立编辑和发行的民报，更谈不上合法民报。同时，却小道消息泛滥。由于中央决策

层许多政治事件的暗箱操作，没有什么透明度；及单通道信息传输体制的弊端，决策者与其下属官僚系统存在着

信息不对称，普通民众更是获取政治信息无门。为改变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现状，尤其是对朝廷政治内幕的好奇，

民众为了摆脱自己在信息传输中的受压制地位，便努力使用一些非常规方式，刺探或者编造一些消息，从而使小

道消息泛滥，政治谣言传播。 
综上所述，在当时官府控制的单通道信息传输体制之外，缺乏独立的民间信息传播渠道，民众往往无缘知

情，更不可能参与有关信息的监督，所以官僚对于各种信息的垄断就相对容易。单通道体制没有其他信息渠道作

为可靠补充，而信息在传输过程中又不可能没有一定程度的失误，一方面官僚在选取和传递信息时，会带有一定

的主观色彩、主观偏好，造成某种程度的信息失真；一方面信息从基层开始，层层向上汇报，反映到中央决策机

构，其可靠性也会打些折扣，甚至一些重要信息会在传输过程中流失。同时，仅由政府部门来完成收集与传输信

息，工作量巨大，实无法胜任这种信息超载的压力，结果也会在运作中“偷工减料”，人为过滤信息，造成信息

的偏面性。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治理目标相当庞大，而掌握的信息又大量残缺，“报喜不报忧”成为官府间的默

契，弄虚作假只要不被社会有关途径揭露出来，也被上级官府所容忍。总之，在帝制政治“稳定压倒一切”的价

值观面前，要求对信息的寻求有所选择和导向，或者说既有目标亦有限制，对信息进行一些主观的挑拣筛选，决

定了其牺牲、掩盖甚至歪曲部分信息，实乃时政的需要。 
古代中国的新闻传播格局是专制性质的，具有自己相当独特的发展进程。其与西方上古时代就产生的政府

“每日纪闻”与各种手抄新闻之类的多元传播格局，中古后期随着印刷术的进步，私人报刊业的蓬勃兴起，及与

王权壮大后实行官报专制的斗争，尤其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背景中诞生了近代自由新闻事业的道路不同。中国

传统社会的文化统治结构，在官府公文、邸报主导下形成一元化的官方意志传播，而民间新闻传播方式始终受到

强权打压和控制，使其不可能自发走向近代的新闻自由之路。咸丰三年，江西巡抚张芾奏请内阁刊刻邸抄增加发

行量，这一扩大官报新闻社会传播面的提议，都受到朝廷的申斥，谓其“识见错谬，不知政体，可笑之至。”[7]

因为在清廷看来，政府所发布之消息和旨令，其对象为官吏而非人民，故用提塘抄传即可，不必刊刻以公开出

版。 
中国古代一些非法小报的产生，主要是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社会各类矛盾激化之际，政治形势的需要造就小

报应运而生。如两宋之交和南宋时期、明末清初时期的国家危亡、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新旧党争，在矛盾错综

复杂的形势下，士人需要了解各方面的政治动向或边防实况，或者说每当政治形势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也就是

非法民报出现之时，其所造就的并不是社会在正常运作过程中的民营新闻事业，而主要在统治紊乱或国家危机之

时期，商人靠搜猎奇新闻以谋利，党派靠传播不利消息来打击政敌，是一种非法且畸形的民营新闻谋利作业。尽

管其主要是各类消息传播，甚至也有一些反映民间社会舆论的内容，但它在实质上算不上正常运作的民间新闻事

业，而主要是一种通过非法手段对官方新闻进行补充从而性质有所异化的新闻传播。 
1644年11月24日，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发表了著名的要求新闻自由的雄辩演说，拉开了西方新闻自由发展

史的序幕，为西方新闻事业的近代化奠定了第一块理论基石，使西方新闻事业蓬勃发展在康庄大道之上。而中国

这时正好进入明清两朝的更替，然后是清袭明制，依旧徘徊在一元封闭格局的老路上，邸报始终是专制统治的忠

实奴仆，只代表君主和王朝的立场和利益，为封建正统观念的卫道士。所以尽管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先有官报的

国家，甚至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先有新闻事业的国家，但它只是一种畸形的官方新闻传播事业，历经千余年的漫长

岁月，甚至也出现了辅助性的民间报房，但根本不懂民间新闻、言论自由为何物，内容与形式长期不变，处于严

重僵化状态。直到鸦片战争前后，外国人在华办报，西方大众化报刊的新闻理念给中国古代报纸以致命的冲击，

中国人陈旧愚昧的一元化官方新闻运作样式才有所转机。然而，中国新闻传播业要完全走出古代社会的传统阴

影，建立现代化的新闻运作规范，依然是件十分艰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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